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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需要做政治哲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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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这场20世纪大萧条之后最深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提出了许多问题。不仅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而
且有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其中包括了社会思潮的问题。危机发生之后，国际上许多学者和政界人士认
为，它与自撒切尔、里根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不无关系。左翼学者如哈贝
马斯认为，它预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右翼的如索罗斯等也有类似的看法。这种分析的一个理由是，
人们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政府的经济决策都是离不开社会思潮的。如凯恩斯所说，“许多实行家自以为
不受任何学说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更何况当代的有些实行家，是自觉地运
用某种学说的。比如格林斯潘就在自传中坦陈自己与艾因•兰德的哲学有不解之缘。所以，从思潮的角度
来反思和总结危机的教训，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这件事在中国也是必须要做的。无可否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脉动已经与国际上的思潮
息息相关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影响深广，当今亦然。有些论者还是
在坚持新自由主义，认为走出危机的出路还是要回到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不仅要抛弃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还要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但是学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已经开始。现在的问题恐怕不是
要不要反思，而是如何反思。 
笔者以为，不仅需要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进行反思，而且需要从更为广泛的视角进行哲学的反思。凯恩斯
在大萧条时代写过一篇《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论文，其中提出了一个颇有特色的主张，认为自由放
任主义最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哲学。他所说的政治哲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哲学”，相当于以往英国
的广义的道德哲学。 
在凯恩斯看来，这种哲学是由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提出和倡导的。最初在17、18世纪，哲学家为推翻
国王和教士而提出了各种政治哲学，其中包括洛克、休漠、卢梭、佩利、斯密、边沁等人的学说。到了
19世纪，这些各具色彩的学派汇合成了一种个人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潮流，几乎成为各派哲学和社会
精英的一种共识。在19世纪的后期，这种哲学又受到了作为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这股潮流的基本
信条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让我们自己干”，“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数公众的
心声”。而与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股思潮，强调的就是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式的自由竞争。凯恩
斯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上百年来哲学家们统治着我们”。 
那么经济学家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凯恩斯认为，经济学兴起于这个时期，受到这种哲学的导引，
而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自然和谐的，从而为自由放任
主义提供了经济学上的论证。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都想说明，不仅
“劳动者及其雇主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和谐”，而且“人的利益如不受约束就能和谐地彼此结合，就
能促进公共福利逐步优先增长”。只要个人的利益追求不受到妨碍，自由放任，那么“所有的本性、所
有的动机、所有的行动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这个结果是，所有的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
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而政府人为的干预和破坏则是人们
利益彼此冲突的根源所在。 
应该说，凯恩斯的这个考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所提出的“对思想观点进行历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
要前提”的命题，也是发人深省的。 
凯恩斯在论文中对这种政治哲学和相应的经济理论做了一些哲学的分析。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揭示了
这种学说所设定的几个主要的推论前提都是不可靠的。主要的结论是：第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天
赋自由”的假定是不真实的。第二，世上不存在赋予权力的拥有者和获得者永恒保证的契约。第三，私
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相互一致是没有根据的。第四，说自利是开明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个人追求其
目标的时候常常是太愚蠢、太懦弱。第五，经验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社会单位来行动的时候总会不如
他们各自单独行动那样目光敏锐。 
此外，凯恩斯对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所采取的假设演绎方法，也作出了哲学的分析。认为这些假设的一
个特点是，它们之所以被采纳，“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除
了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前提之外，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还蕴含着两个不真实的假定：一个假定是，生产和消
费过程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另一个假定是，对于环境和必需条件有充分的预见并存在获得充分预见的机
会。所以，严谨的经济学家在论证其观点的时候，后半段就涉及复杂性，而一旦涉及复杂性的时候，他
们对上述假设就有所保留。尤其是那些第一流的权威的经济学家，往往对自由放任主义采取保留的态
度。即使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没有使用“自由放任”这个概念，也没有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
教条，反倒是那些二流的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不遗余力地张扬自由放任主义。 
凯恩斯的这些分析自然有讨论的余地，但是它的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不能就经
济学说来谈论经济学说，需要对它所设定的那些前提做出哲学的分析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对包括自
由放任主义在内的各种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做出恰当的分析和评判。凯恩斯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说上有
所突破，不仅为走出大萧条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且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制度上的调整，与他从哲学上对
一度作为经典理论的自由放任主义做出的反思是分不开的。今天要走出危机，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潮做出认真的分析和反思，包括哲学上的反思。 
这种反思不仅仅是学界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学术的问题，还涉及广泛的社会舆论。这是因为，作为一种
社会思潮，它之所以成为潮流，如梁启超所说，乃是国民“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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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 
凯恩斯在分析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初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欧洲流传的情况时指出，一些二流的
经济学者的教科书和一些专门从事普及教育的人士，已经把这种自由放任主义观念灌输到公众之中，以
至于“这种教义已经掌握了教育机构，并成为习字帖上的箴言，17、18世纪为了推翻国王和教士而锻造
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并且确实已经进入了幼儿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的生存竞争说。按照这种学说，个人在金钱的驱使下，以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无
情的生存竞争，淘汰、击败那些低效率者，并把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对于那些低效率者、
失败者则不应给予任何的同情和怜悯。生活的目标就像一些长颈鹿那样，是不断地啮取树叶，直到够得
上最高的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
的。而所谓的自由放任就是让那些长颈鹿自行其是。凯恩斯的这个分析也为美国在大萧条发生前后的历
史所印证。当时胡佛总统所主张的、一度为社会广泛认同的就是一种被命名为“粗矿的个人主义”的社
会达尔文主义。其要旨是：聪明能干的人总会在美国出头；而一般的民众则只有感情而没有头脑，不会
想办法，只会乱花乱用，怨天尤人；失业群众是罪有应得。不仅如此，作为一种思潮，对自由放任和生
存竞争的推崇在一些地方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凯恩斯认为，这种学说之势力可以“比之于其种宗
教”，因为可以让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而一旦某种学说成了像宗教那样的东西，就会带有极大的情绪
性。对它的冷静的思考和辨析，实践和事实的检验，都会被置之度外。这样也就丧失了科学所必需的理
性精神和批判精神。 
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也达到了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19世纪下
半期和20世纪初那样广泛传播的程度。哈贝马斯于2008年11月在德国《时代》周报的访谈中指出，芝加
哥学派的学说，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被转化为现实的权力。由于苏联的解体，在西方导致了一种胜利主
义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经济政策，被吹嘘为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变成了
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必定附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
条。人人要成为竞争者，而在“竞争社会的自由猎场上，强者可以把成功看作个人的成就”。那些成功
的经营管理者的闲言碎语被当作金科玉律，他们则觉得自己是精英，“在精神上比其他的社会阶层高出
一等”。 
这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所面临的国际上的思潮背景。尽管我们一直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道路，但是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东西也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到处泛滥。只要看看各式各样的广告，就
可以明白。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的标志。凡是豪宅、香车以及各色各样的顶级奢
侈品，都在使用这样的广告语，这就在不断地告诫人们，只有在市场中牟利最多者才够得上“成功人
士”的标准，凡是与这些高档的奢侈品无缘者，则不论对国家对民族有多大的贡献，无论他们默默地为
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做出多少努力，事实上都不属于“成功者”，潜台词则是他们都是不成功的“失败
者”。于是“强势”和“弱势”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言，就成为权力话语，广为流传。还有就是高价
的早期教育的广告“赢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点上”也是铺天盖地。其意蕴就是把人生看作是一
场生存竞争，号召家长们把自己的后代从小就培养成脖子最长的长颈鹿，并把这种观念植入幼儿的心
中。看来，凯恩斯当年所说的将自由放任主义的观念当作“婴儿的乳汁”的事情，当今中国也有人在付
诸实施了。 
这种观念在一些干部中则表现为所谓的“三个依靠”的观念，即要发展就要“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
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据此观念，就会去亲近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好像
惟有企业主才是最值得尊敬和依靠的社会力量。有的时候还会把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的政策解读为政府要
帮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劳动者和改革中那些“最少受惠者”的诉求则置若罔闻。在他们的心
目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那是一种低层次的行当，普通劳动者只是一些平庸之辈，没有能力在竞
争中胜出。至于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则被自命为“精英”和“强势者”的某些官员视为无足轻重
的“弱势群体”和经济发展的包袱。于是就把落实国家对他们实施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救助的政策视
为自上而下的恩赐或者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麻烦事，非但不尽心尽力地去体察民情、舒缓民困，反而
对下层百姓的诉求百般推倭、敷衍塞责。这就使得他们实际上把“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抛到九霄
云外了。 
至于学界，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展开争论，这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有的
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有的论者信奉某种观点几乎达到了凯恩斯所说的“宗教”的程
度，凡事都从一些抽象的原则进行推论，而无视客观的事实。如有的论者就多次断言：只要有货币有市
场何需担忧中国会买不到粮食，买不到石油。有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的论者，往往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对
于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前提的分析，根本不屑一顾。至于网络上各种情绪化的言论更是令人担忧。 
凡此种种都说明，我们迫切需要做冷静的、理性的哲学反思。也许危机之“机”，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充
分利用这个将各种矛盾尖锐地充分地展现出来的时机，对这场源发于华尔街的经济危机及其思想根源—
—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做深入的反思，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指力，推进哲学和经济学的发展，
同时也为寻求科学的对策，奠定一个扎实的学理基础。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5期《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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